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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鞠建东（通讯作者），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Ｅ－ｍａｉｌ：ｊｕｊｄ＠ｐｂｃｓｆ．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２刘政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ｚｈｗ．１２＠ｓｅｍ．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摘　要　本文首先根据参与个体的层级关系不同，将社会组织形

式分为平行交易与垂直管理两类。平行交易中交易双方的地位是平

等的，而垂直管理中有上下级的区别，上级对下级有支配权限。自由

市场是平行交易，而企业内或政府的行为则是一种垂直管理。现实世

界中平行交易与垂直管理两种形式往往层层嵌套、不可简单分割。接

下来，我们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中可能存在的市场失灵，证明地方政

府可以通过恰当的动态产业政策改善社会福利。因此，在产业结构调

整时，市场的平行交易行为和产业政策中地方政府的垂直管理行为共

存。第三，我们分析了资源在市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最优配置，并给

出了有为地方政府的定义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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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日来，有关政府是否应当实行产业政策、政府应“有为”还是“无为”等问

题，出现了大量的争论。林毅夫（２０１６）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下定义了有为政

府，指出有为政府的“有为”指的是“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过程中，软硬基础设施

的完善出现了市场不能做或不能为的市场失灵时，为了使无效的市场变成有效

而采取的因势利导的行动”，并认为成功的国家一定要同时有“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林毅夫在产业政策的争论中反复强调，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有为

的政府“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以克服企业进入新行业的正外

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然而与此同时，多位学者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有

代表性的是张维迎（２０１６）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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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的扭曲”，政府行为很难改善市场结果，产业政策注定要失败，因此不

存在“有为政府”。这一场争论的焦点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问题：产业结构调整

中是否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干涉市场的最优程度如何确定？政府干涉市场活

动中的困难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认为，自由市场和政府管理并不天然对立，二者只是经济活动的不同

组织形式。按照参与主体的层级关系，可以将社会活动的组织形式分为垂直管

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与平行交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两个大类。政府与

企业内部的管理和自由市场代表了经济活动的垂直管理和平行交易形式。两

种形式往往层层嵌套，各有利弊。在产权明晰、市场完备、完全竞争、信息对称

等一系列条件成立时，自由市场均衡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现实中这

些条件很难全部成立，自由市场可能存在失灵现象。本文通过论述一个理论模

型证明，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由于各行业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外部性，自由市场

可能出现多重均衡，因此存在政府干预改善产业结构的可能。政府干预的形式

表现为开始补贴—停止补贴—鼓励退出的动态产业政策。

另一方面，如张维迎（２０１６）所述，政府垂直管理的行为存在认知有限和激

励扭曲的问题，即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自由市场和政府管理的方式都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那么何种市场与政府介入行为的组合是最有效的呢？本文认为，

应根据市场和政府占用社会资源的效率，选择二者的组合形式使得社会福利最

大化。当市场和政府占用资源对社会福利的边际贡献均为正且递减时，最优的

政府干预水平为市场和政府对社会福利的边际贡献相等时的情形。另外，在具

体操作中，当制定产业政策的主体为足够小的地方政府（例如县政府），且给予

地方官员恰当的激励机制时，地方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不足和激励

扭曲的困难，改善市场结果。

具体而言，在信息方面，本文证明在一个多行业经济体中，社会最优的均衡

与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有关。当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足够小时（例如县级），地方

政府相比个体企业而言了解更多关于地方总体与行业的信息。从这一角度看，

地方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信息不足的问题。在激励方面，本文认为在多

重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可以改善市场均衡的结

果。这些激励机制可能的来源首先包括周黎安（２００７）提出的地方官员政治锦

标赛机制，通过以ＧＤＰ竞赛为升迁考量从而激励地方官员拉动投资推行产业

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然而ＧＤＰ增长锦标赛的激励可能使得地方官员目标偏

离社会福利，因而需要给予地方人民对地方官员一定的民主选举权力作为对地

方官员的第二重激励，使得人民的需求可以及时得到地方官员反馈。另外，地

方政府之间对企业的自由竞争和地方政府的长期预算平衡使得地方官员有激

励推行与当地要素禀赋相适应的产业政策。总体而言，地方政府掌握更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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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要素禀赋的信息，在适当的激励机制下可以改善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本文主要解释了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本文指出垂直管理和平行交易作
为社会组织的不同形式并无天然的优劣之分，应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决定二者
以何种组合方式应用于不同场合。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应以此为出发
点。第二，通过一个理论模型的论证，本文说明了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市场失
灵。政府可以通过最优的动态产业政策改善社会福利。第三，本文讨论了政府
实行产业政策中的信息不足和激励扭曲问题，回答了何级别的政府能改善市场
结果、给予地方官员何种激励可以改善其激励扭曲的问题。总结全文，本文定
义了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有为地方政府，指的是在竞争的环境中，实行最优的产
业政策且占用社会资源不超出最优水平的地方政府。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１节定义了平行交易和垂直管理作为社会活动的两
种组织形式，指出二者在实际应用中的嵌套结构和取舍原则。第２节建立一个
产业结构调整模型，说明了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市场失灵的来源和形式，以及
政府干预的方式。另外，通过比较政府与市场占用资源对改善社会福利的边际
贡献，得到合理的政府干预水平。第３节讨论政府干预中的信息不足和激励扭
曲困难。当地方政府是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且地方官员受到多重的激励约束
时，地方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社会福利。本文据此定义了“有为地方政
府”。第４节总结全文。

1　平行交易与垂直管理

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极其复杂的，按照不同的特征存在不同的分
类方法。按照参与主体的层级关系，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分为平行交易和垂直管
理两个大类。自由市场强调经济主体的平行交易，而政府控制强调垂直管理。

平行交易与垂直管理的形式不仅各有利弊，还层层嵌套、不可分割。应考虑两
种组织形式对社会福利的边际贡献，选择恰当的组合方式实现社会福利的最
大化。

1.1　平行交易与垂直管理的定义

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组织形式，按照参与主体的层级关系可
以分为平行交易和垂直管理两种。平行交易中参与交易的主体地位平等，没有
上下的层级关系；而垂直管理意味着明确的层级，上级对下级具有支配的权限。

在经济活动中，自由市场是典型的平行交易形式，而政府、企业内部控制是垂直
管理。

从古至今，平行交易和垂直管理两种形式的组织活动一直共存。例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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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从战国开始逐步增强政府集权，倡导“重农抑商”、推行“盐铁专卖”等，皆是政
府直接控制经济的做法。与之相反的，市场是一个平行交易场所，在市场上交
易双方随机相遇发生买卖行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
市场由价格调节（“看不见的手”）实现自动均衡的思想，但直到资本主义萌芽出
现以后，市场经济才逐步开始成为主流。垂直管理与平行交易的组织形式各有
优势和劣势。垂直管理依赖于威权、强制力，其优点是实现迅速、转换快。相应
的，其劣势是上层决策者可能的信息不充沛和激励扭曲。

1.2　平行交易与垂直管理的嵌套结构

社会的组织形式并非“不是平行交易就是垂直管理”，相反的，是平行交易
与垂直管理的结合。在实践中，垂直管理与平行交易互相补充、层层嵌套。图１
以一国的经济组织形式（不考虑家庭部门生产）为例，说明了垂直管理与平行交
易的嵌套结构。首先，中央政府可以垂直管理国内的事务，同时存在全国范围
内的市场，地方政府可以在此市场上进行竞争；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是平
行交易的关系。每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对该地区拥有垂直管理权；而在全国和地
区内部，存在企业互相竞争的市场，企业之间平行交易。

图１　政府管理与自由市场的嵌套关系

更具体而言，市场作为一种平行交易场所，其中也存在垂直管理行为；而政

府的垂直管理下，也存在市场行为。例如，全球价值链的市场中处于上游的垄

断厂商对其下游厂家拥有垂直控制权，又如建筑行业的许多“行业规范”依赖于

权力部门的强制力来保证：市场经济中存在垂直管理。而垂直管理中也可以包

含平行交易。例如，企业管理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垂直控制行为，但事实上，企业

内部也存在竞争。同一个公司有多个产品和部门，不同部门之间是竞争关系
（例如同一家汽车公司的不同产品，通过内部竞争实现淘汰和发展）；而同一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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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里，每个雇员之间也是有一定自由的竞争关系。总而言之，简单认为某个组织
方式“是”或“应该是”垂直管理或平行交易往往是不正确的，二者往往层层嵌套。

1.3　平行交易与垂直管理的取舍

上文指出，社会组织的一般形式是交易主体平行交易与权力阶层垂直管理
的有机组合。那么二者应如何取舍？本文认为，应根据两种形式的成本—收益
比较，最大化社会福利，从而决定两种形式的最优结合方式。平行交易和垂直
管理分别对社会效率有正的贡献，而两种组织形式分别需要占用一定的社会资
源。假设两种组织形式均在一定程度内改善社会福利，且对社会福利的边际贡
献递减，那么当两种组织形式边际贡献相等时，社会福利达到最优。

以政府管理与自由市场的组合为例，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不仅取决于政
府的效率如何，还取决于市场的效率如何。当市场发育良好，效率高于政府时，

应由市场实现经济中的交换行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在完备市场、完
全信息以及局部非饱和性偏好（ｌｏｃａｌ　ｎｏｎｓａ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下，市场均衡
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然而在这些条件不成立时，市场经济可能的缺点是效率
更低（市场达到均衡需要一定的时间）且交易结果有可能陷入一个不好的结果
无法自拔（市场可能会出现多重均衡）等。当市场状况很差（例如在一些长期经
历战争国家的国家，产权保护极差、市场可能几乎不存在），只依赖市场无法保
证交易的顺利进行；那么此时政府应利用其权威垂直化地管理部分经济活动。

总结而言，不同组织方式的选择应基于对不同组织方式的效率分析，而不可简
单认为一定存在永恒“正确”的方向。

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认为政府功能应局限在公共服务部门而不应涉及
生产部门并不完全现实。当市场经济的缺陷较大时，政府的垂直管理可以有效
改善经济结果。例如，当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甚至出现金融危机时，尽管
金融部门不是“公共服务”部门，政府的介入仍然必须。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
发生后往往需要政府的介入来降低损失。又如，自然垄断部门在市场均衡下可
能出现高价格和低产量。如果这一部门对经济整体有较大的正外部性，政府应
该介入进行垂直管理，例如航空航天、电力电网等部门。因此，政府是否介入、

是否采用垂直管理的方式直接管理经济，与市场效率与政府效率（或平行交易
与垂直管理）的效率比较有关。接下来本文将具体讨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
何种市场失灵；此时政府介入的形式如何，程度如何确定。

2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市场失灵与最优政府干预程度

长久以来，经济学研究关注市场失灵的来源和形式，文献认为市场失灵的

５６



　
　

　
经 济 学 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形式主要包括知识外溢（Ｓｕｃｃａｒ，１９８７）、动态规模经济（Ｂａｌｄｗｉｎ，１９６９；

Ｂａｒｄｈａｎ，１９７１）、合作失灵（Ｍｕｒｐｈｙ　ｅｔ．ａｌ．，１９８９）、信息外部性（Ｒｏｄｒｉｋ，１９９６）

等，所对应的产业政策理论主要包括幼稚产业保护、大推动（ｂｉｇ　ｐｕｓｈ）、基础设
施建设、集体行动（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等（详细的综述见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Ｃｌａｒｅ，２００９）。

然而多数讨论市场失灵的文献仅讨论单行业、两行业或对称的多行业问
题。产业结构调整涉及非对称的多个部门，每个部门的要素密集度有所差异。

因此已有文献并不能很好地刻画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市场失灵。本节建立一个
多部门模型，证明此时市场失灵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多重均衡，并说明此时产业
政策的合理性与动态产业政策的进入退出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
理论框架，通过分析政府管理与市场交易对社会福利的边际贡献，确定政府干
预的最优水平。

2.1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市场失灵

本节模型对Ｊｕ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模型进行拓展。假设经济中有无穷个行业，每
个行业要素密集度不同（定义为生产所需的资本—劳动力比不同）。我们对其
按要素密集度进行排序：数字越大代表该行业资本越密集。接下来我们描述一
种企业之间存在正外部性的情况。每一个行业中企业的进入需要付出一个较
高的固定成本，例如研发投入、初始的推广费用、行业上下游的建立等物质成
本，或需要投入一定固定成本来得到此行业是否盈利的信息，而这个固定成本
由所有企业一起分摊。于是，当一个行业中的企业数量越多时，每个企业所分
摊的成本就越低，即企业的生产行为为其他企业带来了正的外部性。

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在以下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所有企业都在一个行
业ｉ生产可以构成一个均衡。第一，外部性足够强，使得当所有企业都在行业ｉ
时，单个企业没有激励离开行业ｉ；第二，行业ｉ的要素密集度与经济总体的要
素禀赋相适应。这一结论的逻辑可以由反证法说明。假设经济中同时有两个
行业ｉ和ｊ同时存在，则当一个企业从行业ｊ移动到行业ｉ时，由于正外部性的
存在，行业ｊ的要素回报率降低，而行业ｉ的要素回报率提升；因此其他企业也
会移动到行业ｉ，即所有企业都会移动到行业ｉ生产。这就与假设中两行业ｉ与

ｊ同时存在矛盾。故一个均衡中不可能同时存在多个行业。

进一步地，在每一种经济总体的要素禀赋情况下，经济中存在多重均衡：受
到经济整体要素禀赋支持的行业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均衡。当经济整体的资
本—劳动比较低时，劳动力密集的多个行业可以构成均衡；而当经济整体的资
本—劳动比较高时，资本密集的多个行业成为均衡。当资本的积累逐渐增加，

过于劳动密集的行业要素成本逐渐升高，直到外部性的力量无法支持其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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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不再成为均衡；而一些资本密集的行业其要素成本逐渐降低，直到在外部
性的力量下可以获得盈利，故而成为一个均衡。

因此可以得到，在企业之间存在正外部性时，产业结构的变迁表现为一个
“均衡产业带”的动态变化。图２表现了随着要素禀赋变化，“均衡产业带”的演
变。横轴代表经济整体的资本－劳动比，横轴数值越大代表经济体资本越丰裕。

纵轴为所有行业按资本密集度的排序，纵轴数值越大代表行业资本越密集。在
每一种资本—劳动比下，上下两条实线之间的行业均可以成为市场均衡。通过
比较所有的市场均衡，可以计算出唯一的社会最优产业，如中间虚线所示。当
经济体的资本—劳动比逐渐升高，“均衡产业带”和社会最优产业都逐渐向资本
密集度更高的水平演变。例如，当经济体的资本禀赋水平为ｋ１时，均衡产业带
为行业１到６，社会最优为行业３；当经济体的资本密集度升高，变为ｋ２时，均衡产
业带也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变为产业３到１０，而社会最优变为行业６；以此类推。

图２　“均衡产业带”与社会最优行业

2.2　动态产业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的动态发展中，产业政策也需要动态变化。在图２
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资本要素逐渐积累的过程中，社会最优的产业也向资本密
集的方向演变。然而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当资本积累增加时，企业会停
留在旧的均衡中，直到所在行业不再是市场均衡才被动退出。因此市场经济无
法自动实现社会最优，一定的产业政策是必要的。以下举例说明产业政策的动
态演变。

如图３所示，假设经济从一个较低水平的资本禀赋ｋ１开始，此时均衡产业
带为行业１～６，其中社会最优是行业３，假设此时市场选择也为行业３，即市场
处在最优水平，即图３中Ａ点。在生产活动过程中，经济体中的资本逐渐积累，
当资本禀赋升高时，均衡产业带向资本密集的方向移动。假设要素禀赋为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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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产业政策的进入与退出

时，行业３～１０为市场均衡。在这段资本禀赋升高的过程中，行业３始终是一

个均衡，因此企业没有激励离开行业３，市场均衡仍然停留在行业３，即图中的

Ｂ点。然而此时由于资本的不断积累，社会最优的行业已经变为行业６，即图
中的Ｃ点。此时，在完备市场条件下，企业和政府都知道行业６为社会最优。

然而所有在行业３的企业，都不会自动从行业３退出而进入行业６。因此需
要政府实施产业政策，通过补贴、减税等政策，鼓励企业从行业３退出，进入
行业６。

非常重要但并未受到广泛重视的一点是，产业政策是动态的，需要建立退
出机制。例如在鼓励企业由行业３进入行业６的过程中（点Ｂ到点Ｃ），政府对
行业６进行补贴。然而当资本要素继续积累，总的资本—劳动比进一步提高到

ｋ３时，新的市场均衡变为行业４～１３，而新的社会最优为行业８（Ｄ点）。此时继
续补贴行业６就会带来扭曲。此时补贴行业６的产业政策需要及时停止，并鼓
励企业退出行业６进入行业８。因此，产业政策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必须是动
态、随时变化的。一个完整的产业政策应该经历补贴企业进入—去除补贴—鼓

励退出三个过程。

2.3　政府—市场资源竞争模型与最优政府干预程度

上两节证明了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市场失灵，且市场失灵时政府可以通过

动态产业政策改善市场结果，即通过政府的垂直管理与市场的平行交易组合来
改善社会福利。然而政府行为需要占用社会资源，那么政府占用资源的程度应
如何确定？接下来我们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来确定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干预产业

结构调整时恰当的干预水平。

由于社会总体的资源有限，政府与市场之间对资源的需求是竞争的。假设
政府和市场所占用资源对社会总体效率都具有规模收益递减的特征。我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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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福利方程为Ｗ（Ａ，Ｂ，ｅ）。其中，Ａ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所用资源，Ｂ
是市场所用资源，Ｋ＝Ａ＋Ｂ是社会总资源，Ｋ 给定不变。ｅ为经济中存在的其
他未知因素。因此ＥＷ（Ａ，Ｂ，ｅ）是期望社会福利函数，其中Ｅ是期望算子。假
设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和市场使用资源所带来的边际社会福利为正且递
减。即：

ＥＷ（Ａ，Ｂ，ｅ）
Ａ ＞０ （１）

ＥＷ（Ａ，Ｂ，ｅ）
Ｂ ＞０ （２）


Ａ
ＥＷ　Ａ，Ｂ，（ ）ｅ

Ａ ＜０ （３）


Ｂ
ＥＷ（Ａ，Ｂ，ｅ）

Ｂ ＜０ （４）

那么，最大化社会福利ＥＷ（Ａ，Ｂ，ｅ）要求：

Ｅ　Ｗ１ Ａ，Ｋ－Ａ，（ ）ｅ －Ｅ　Ｗ２（Ａ，Ｋ－Ａ，ｅ）＝０ （５）

　　在图４中横轴代表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和市场使用的资源，其总和
为Ｋ；纵轴代表政府和市场占用资源对社会福利的边际影响。左下角原点代表
政府，右下角原点代表市场。政府边际社会福利曲线从左上角向右下角下斜，

市场边际社会福利函数从右上角向左下角下斜。两个曲线交于Ａ＊，此时政府
所用资源的边际社会价值等于市场所用资源的边际社会价值。Ａ＊即为方程
（５）的解，给出了最优的政府占用资源水平。

图４　政府占用资源最优水平的确定

当市场效率提高，例如建立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传播速度提高、通
讯手段改善等，如图５所示，市场占用资源对社会福利的边际回报曲线上移，最
优的Ａ＊下降，意味着政府的最优占用资源量下降。例如，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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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市场效率改善的影响

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市场效率逐步提高，政府所用资源应逐步

下降。反过来，当市场效率相对较低时，政府所用资源则相应较高。

而当政府效率相对很低时，两条边际社会福利曲线相交处Ａ＊ ＜０，则最优

的政府占用资源水平为Ａ＊＝０，如图６所示。这意味着政府行为对改善经济无

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知识产权保护到位、市场失灵很小甚至不存在的条件

下，最优的政府应不干预市场。此处应着重强调的是，本文并不认为政府一定

应干预经济。恰恰相反，本文强调应限制政府的干预程度。尤其当市场效率高

而政府效率低时，最优的政府干预程度就是不干预。我们认为应依赖成本和收

益分析，通过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标杆来决定政府干预的程度。

图６　政府不占用资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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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不足与激励扭曲问题

上文分析中，我们假设了政府占用资源可以改善社会福利，即图４中的政
府边际社会福利函数为正，但这一前提并不一定会自然实现。如张维迎（２０１６）

所述，信息不足和激励扭曲的问题使政府行为无法改善市场。本节中我们将分
析，为使得政府占用资源实行产业政策可以改善产业结构，有两个问题需要格
外注意。一是制定产业政策的主体应该比企业更加掌握相关信息。二是需要
建立适当的机制使得政府有激励发展“正确”的产业，从而改善市场均衡的结果。

3.1　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

在第２．１节的讨论中我们看出，“均衡产业带”与社会最优产业均与禀赋结
构有关，因此产业政策的制定，也应依赖于经济中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与要
素禀赋结构不相符的产业政策，不仅不能使经济进入社会最优的均衡，反而会
导致市场结果偏离所有可能的均衡；最终使政府资源完全不能起到改善经济的
效果，相反，对经济带来不良影响。正是由于产业政策的制定应与经济体的要
素禀赋结构相容，当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差异很大时，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
应该成为制定地方产业政策的主体。

个别企业对企业自身的信息，当然比地方政府更加了解；但是，对行业信
息，尤其是地方经济的全貌，地方政府比个别企业更具有优势。地方产业结构
的调整，更加重要的是对地方经济、行业信息的了解。所以，我们无法断定企业
对产业结构调整比地方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相反，一般而言，地方政府比个别
企业更具结构调整的信息优势。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将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简单垂直分解为地方产业
政策容易出现失败的原因。一国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非常不平等，各省份的要
素禀赋差异很大。国家级产业政策所指出的重点发展产业，对于很多地区而言
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差甚远。盲目推广这些产业政策可能导致一些地区建立
不适合其发展的产业。目前我国存在过多中央政府直接规划的“重点发展行
业”名单，这类产业政策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反而给予地方政府错误的激励和
指导。本文认为中央政府只应制定和施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强外部性行业的
产业政策，例如国防、航空、全国性交通、电力等，而将一般行业的产业政策制定
权留给地方政府。

3.2　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

地方政府的实际操作个体是地方官员。尽管地方官员比个体企业掌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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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方总体信息（具有信息优势），但地方官员往往以个人利益而非地方福利最

大化为目标（不具有恰当激励）；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使地方官员能够并愿

意改善社会福利。事实上，我们可以将中央政府、地方人民与地方官员之间看

作一个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的目标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代理人的目标

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即为使地方官员的激励与

委托人的利益一致，即，使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社会福利、全国社会福利

相联系。根据文献的讨论和本文分析，这一激励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分别是

来自中央政府的选拔激励（即晋升锦标赛）、来自地方人民的选举激励以及来自

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激励。三种激励分别使得地方政府有一定激励发展正确

的产业政策，并能够“选择”正确的产业政策。下面将进行具体介绍。

首先是来自中央政府的选拔激励。周黎安（２００７）提出了中国地方官员的

晋升锦标赛理论，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其研究认

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官员之间围绕ＧＤＰ增长的晋升竞争，使得官员晋升高度

依赖于可测度的经济指标，同时晋升奖励承诺可信度较高（具有良好的事前承

诺的性质），从而使得关心仕途的地方官员有激励大力拉动投资、推动经济发

展。本文在这一思路下思考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当官员的晋升取决于地方

经济增长时，地方官员有足够激励推行产业政策从而拉动投资；因此晋升激励

为地方官员提供了推行正确产业政策的基本动机。另一方面，这一机制也为地

方政府提供了有效的监督。当地方政府不受监管时，政府官员容易出现腐败、

寻租、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周黎安（２００７）指出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改

变了地方政府对生产要素的态度，降低了政府部门的垄断租金。不作为或乱作

为的政府将丧失竞争力，并进一步失去中央政府提供的各类资源。因此，地方

官员的晋升锦标赛可以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

地方官员的第二个动机为来自其晋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人民选举或

投票的影响。周黎安（２００７）认为，ＧＤＰ锦标赛的缺陷之一为当ＧＤＰ目标与地

方人民福利不一致时，地方官员追求ＧＤＰ增长的行为与社会福利之间存在扭

曲。而出现这种扭曲的原因是“直接承受地方政府治理后果的居民和企业无法

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仕途”，因此地方政府无法对人民的偏好给予足够的反应。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往往投资额度更大，且中央政府常

常对特定行业的发展予以额外补贴。当地方官员追求短期ＧＤＰ的增长时，其

最优决策可能并非发展该地区要素禀赋下的最优产业，而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

行业或中央政府支持的行业。周黎安提到，应将“公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进

入官员的考核过程”，可以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本文同样认为应在官员的升

迁考量中，将中央政府的选拔与地方人民的选举投票相结合。通过利用媒体和

网络手段，充分采集地方人民意愿，并以恰当形式计入官员考核范围，来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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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加以约束。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尽量少干预地方产业政策，以地方政府
为地方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主体，从而减少地方政府为获得补贴而发展不恰当
产业的动机。总体而言，来自地方人民的选举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有激励发展
“对的”产业政策。

第三部分激励来自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保证这一机制作用的前提是企业
的自由流动和地方政府的长期预算平衡。尽管晋升锦标赛在地方政府之间引
起了相当的竞争，这种竞争机制对提高要素禀赋与企业技术匹配的观点并未得
到广泛重视。本文认为，当企业可以自由选择生产地时，地方政府有激励发展
与当地要素禀赋（资本、劳动力等）相一致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这一层机制，

使得地方政府能够“选对”产业政策。

这一观点的逻辑如下。如图７所示，假设经济中存在无穷个地方政府和企
业，对地方政府按地方要素禀赋（资本丰裕度）排序，如图中下方横轴所示；同时
对企业按照要素密集度排序，如图中上方横轴所示。假设每个地方政府决定供
给一种产业政策，而企业需求产业政策决定生产所在的地区。在均衡中，地方
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供给与本地要素禀赋相适应的产业政策，企业的最优策略是
寻求与自身要素密集度相适应的产业政策。一个简单的证明如下。

图７　产业政策供给与需求

对任意一个地方政府ｉ，按照第二节模型的分析，假设其应当发展的最优产

业为行业８；假设地方政府ｉ出于某种原因发布鼓励资本密集行业的产业政策，

例如补贴行业９的产业政策；给定另一个地方政府ｊ的最优产业政策为行业９，

即地区ｊ比地区ｉ的要素禀赋更适宜发展行业９；那么地区ｉ想要争取行业９的

企业，需要给予企业比地区ｊ更高的补贴。同时由于最优的补贴水平（地方政

府ｊ）满足预算平衡的要求（政府的补贴支出等于额外的税收收入），因此地方政

府ｉ在长期中几乎一定处于赤字状态，这与政府长期预算平衡的要求相矛盾；因

此地方政府ｉ没有激励发展行业９的产业政策。其中的逻辑是，地方政府之间

的竞争中，发展超出自身要素禀赋行业的地方政府会“输给”发展恰当行业的地

方政府。因此在均衡中，所有地方政府应鼓励与其要素禀赋一致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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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拥有这一要素密集度技术的企业相匹配。

如上所述，在中央政府选拔、地方人民选举、地方政府竞争三重激励下，地
方政府有激励改善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从而得以改善市场结果，满足第２．３
节中政府的边际社会福利曲线向上倾斜的要求。

3.3　有为地方政府的定义条件

根据上述两节的分析，当地方政府拥有制定产业政策的自主权且地方官员
受到晋升、地方人民的选举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时，政府干预经济的信息不
足和激励扭曲两个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地方政府可以发展恰当的产
业政策改善市场结果。本文由此定义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有为地方政府”：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有为地方政府是指，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中，根据当地要
素禀赋提供适宜产业政策，且占用社会资源的程度不大于最优水平Ａ＊的地方
政府。

保证地方政府的有为，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官员以及企业提出了要求：
（１）中央政府不制定对所有地方强制实行的产业政策（除航天、国防、电力

等全国范围内具有强外部性行业的其他生产或服务行业）；
（２）地方政府是制定地方产业政策的主体，地方政府管辖范围足够小，且长

期预算平衡；
（３）地方官员的升迁部分取决于其政绩，部分取决于地方人民的投票；
（４）企业拥有自由流动的权限。

4　结论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最优程度以及政府干预效率是讨论
产业政策的几个重要方面。本文建立模型讨论产业结构调整中地方政府干预
的最优程度并分析地方政府干预过程中的困难和解决方法。我们认为，讨论地
方政府的最优干预水平应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出发点。在一定条件下，当地方
政府占用资源与社会占用资源对市场效率的边际影响相等时，政府干预达到最
优水平。进一步地，政府干预过程中面临信息不足和激励扭曲的问题。本文分
析指出，由于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应为
地方而非中央；此时才可以保证政府相比个体企业掌握更多行业、地方经济的
信息。另外通过给予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地方人民一定的选举权以及地方政
府之间对企业的竞争三重激励，可以使地方政府有激励、有能力发展正确的产
业政策，改善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本文据此定义了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有为
地方政府”。

４７



　
第４卷第４期

　
　　　 鞠建东　刘政文：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有为地方政府

　
　

本文的分析基于对社会活动组织形式的一般讨论。自由市场是一种平行
交易的场所，当经济中存在外部性或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时，市场可能出现
失灵。而政府对经济的垂直管理需要占用社会资源，同时面临信息不足和激励
扭曲的困难。只有通过分析两者对社会福利的边际贡献，结合使用两种组织形
式，才能达到一个社会福利最优。当然，现实中社会的组织形式远比“垂直管
理”或“平行交易”、“政府控制”或“自由市场”的二分法要复杂，本文所述根据效
率比较分析的方法仍然与真实世界有很远距离。然而，我们认为本文所建立的
模型和分析方法，对进一步讨论产业政策和政府角色，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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